
编者按　 改革开放 ４０多年来，我国社会学快速成长。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社会学长期以来聚焦的发展
问题，绝大多数与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密切相关，而对相关的精神和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研究还不够深

入。文化社会学也还是一个有待深入开拓的领域。当前，文化和文明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的重要性更

加凸显，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传播、文化传承、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等一系列文化相关的重要议题，

都亟待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深化认识、完善理论体系。我国的文化社会学也要抓住机遇，强

化问题意识，使自身发展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本组笔谈旨在讨论文化和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交

流最新研究观点、研究范式和研究发现，以促进文化社会学的创新和发展，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文化、 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 （笔谈）

　
摘　 要　 文化社会学对于理解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本期五篇笔谈旨在把握时代特征，
创新研究方式、研究方法，构建新的文化社会学。李培林通过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传统文化的复杂心路

历程，讨论世界现代化过程中东方现代文明形成的可能性问题，阐明塑造现代文明的本源和路径。陈云松提出

“文脉社会学”，也即一种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时空结构、聚焦中华文化对历史和当代社会的形塑

的自主的文化社会学知识体系。周怡将意识形态看成是现代化发展的象征形式，从中发现这些象征意义服务于

中央—地方与社会民众层的联动关系，并对日常生活世界产生了社会效果。朱迪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通过建设具有吸引力和生命力的文化文明体系，能够缓解现代社会中的认同焦

虑，培养更为整体性和持久性的文化自信。高文臖认为应利用文化生态分析框架去对数字社会文化生产、传播

和消费进行系统研究的可行性策略。

关键词　 文化　 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　 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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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建设和现代文明的塑造，成为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不仅是因为中国
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和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而且因为文化和文明建设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总

体布局的组成部分。

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把文化和文明建设提到如此的高度来看待的并不多见。当然，在已有的现

代化经典理论中，并不缺少文化和文明的视角。人们通常把现代化转型视为经济的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

社会生活的城市化、文化的世俗化、观念的理性化、组织的科层化等，并认为这些不同维度的现代化过程是

相互紧密联系的，是一个具有内在的统一逻辑的发展过程。韦伯对新教伦理的考察，也开创了追溯资本主义

现代化的文化渊源的先河。然而，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世俗化，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而不是文

化的断裂，是对欧洲中世纪泯灭人性的 “黑暗时代”的讨伐，但确是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传承、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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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复兴，是西方现代化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家园的正本清源。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讨论中，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的关系则变得扑朔迷离，因为近代以来，“反传统”和 “与传统断裂”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现代化和民族

复兴的思想主流，无论是改良传统还是革命传统，都与这条思想线索的叙事紧密相连，因此非常需要在理论

上厘清，并为塑造基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明确方向和本源。

一、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传统文化的复杂心路历程

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很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不仅对中国的国家治理、礼仪制度、

伦理关系、社会生活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整个东方社会乃至世界都产生重要影响，这是中国作为走

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于很多其他国家的文化特征。也正因为这一点，我国近代以来，对于中国传统

思想和文化的态度，中国知识分子呈现出复杂的心路历程。

在公元前 ７００多年至公元前 ２００多年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曾经历了一个约 ５００年的 “百家争鸣”时期，

出现了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等诸子百家，

他们相互争辩诘难，学术争鸣盛况空前。这个时期形成的各种思想流派和学术成就，堪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

明交相辉映。到公元前 １００多年汉武帝时，思想家董仲舒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提出 “大一统”学

说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所谓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这种 “大一统”学说受到

中国历代帝王的推崇，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当然，这个被称为 “儒家文化”

的正统和主流思想，为了统治的需要，也具有兼容并蓄和 “华夷共祖”的特点。① 在公元 ５８０多年到 ９００多年
的约 ３００多年的隋唐时期，当时的欧洲还处于中世纪早期的东罗马帝国，尊道、礼佛、崇儒的 “三教合一”

盛行，但新的文化融合也对儒学的正统地位提出某种挑战。至公元 ９６０多年到 １２００多年的宋朝时期，儒学复
兴成为新的主流，以北宋思想家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思想家朱熹为代表，“程朱理学”形成了以理为核心、

从天理到人伦的新儒学体系。以南宋思想家陆九渊和明朝思想家王阳明为代表形成的 “陆王心学”，主张

“心外无理”“知行合一”，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个独特分支，并对现实生活产生深远影响。②

然而，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救亡图存、启蒙图强成为中国知
识分子的思想主题，在变法图强的探索中，形成了向西方学习、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想主线。从洋务运动、辛

亥革命到 “五四运动”，实际上是一个从器物上、制度上和观念上引进和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特别是

以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蔡元培、刘半农、钱玄同等人为代表，以 １９１５年 《新青年》（首卷名 《青

年杂志》）创刊为开端，以 “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客观上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先声，

而其主流被普遍认为秉持与传统文化断裂的态度。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曾大声疾呼，他发动文学革命就

是旨在 “反传统”，就是用西方的 “科学”“民主”精神，“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③。在

此思潮中，甚至有的激进主张，提出清算汉字罪恶，废除中国汉字，改用拉丁字母拼音文字。有的学者认为，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就是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第一次全面地、猛烈地、直接地抨击了孔子

和传统道德，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④

当然，“反传统”思想家其实也都是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很多 “反传统”的过激之词，其实也是为了

矫枉过正需要，绝大多数人并不认同 “全盘西化”，作为唯物史观革命思想家的李大钊，也坦言 “东西文明

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二者实为世界进步之两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

此二大精神自身又须时时调和，时时融和，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⑤。在 ２０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后的东
西文化论战中，主张东西文化融合，至少是比 “尊孔复古”和 “全盘西化”更大的共识。

如果我们把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启蒙运动进行比较，可以看到诸多共同之处，比如高举民主、

科学、自由的大旗，反对封建专制、思想禁锢、人性泯灭。但其实二者之间，确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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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彭睿：《从 “百家争鸣”到 “独尊儒术”———一种社会合作视角的尝试性解读》，《中国哲学史》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
连凡：《海内外宋明新儒学的概念意义与研究路径》，《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 ６期。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主撰：《新青年》第 ６卷，北京：中国书店，２０１１年，第 ８页。
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第 ３卷 （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 １２页。
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差异》，《言治》季刊，１９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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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前者的思想主流取向，是与传统文化的断裂；而后者则是批判西方中世纪 “黑暗时代”对西方古代文

明的湮没，承续文艺复兴和古代文明的思想遗产。

二、对近代中国 “反传统”思想主流及其形成的认识

中国近代以来知识界在列强入侵、民族屈辱之下形成的变法维新、启蒙救亡、革命批判的强烈意识，在

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碰撞之下形成的文化自省和反传统潮流，在新思潮摧枯拉朽之势下形成的与传统文化断

裂的鲜明特点，这是一条似乎形成共识的明线。但是，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容兼蓄，春秋时期的 “百

家争鸣”、隋唐时期的 “三教合一”、明清时期的 “反道统”思潮以及处理民族关系的 “华夷共祖”“五族共

和”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近代产生的 “反传统”思想主流，其实真正反对的是传统的封建专

制、礼教和思想禁锢，而且这种思想主流的产生和形成，也并不完全是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有其自身发

展的深层原因。在阐述 “反传统”思想共识主流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也容易忽视对传统文化批判中的传承，

这种传承成为与 “反传统”明线并存的隐线。

第一条隐线，是明清之际的儒家思想自身，已经出现某种 “反道统”的思潮，成为后来思想启蒙的某种

先声。明朝后期的思想家李贽，就以孔孟传统儒学的 “异端”自居，提出不能 “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痛

斥程朱理学为伪道学，反对男尊女卑、重农抑商、思想禁锢、社会腐败，主张 “革故鼎新”。明清之际的思想

家黄宗羲，猛烈抨击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以 “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 “一家之法”。同时代的思想家

顾炎武，则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到实践中求真知，注重解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同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家王

夫之，则批判程朱理学的 “存天理、灭人欲”，主张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他也反对专制，认为 “平天下者，

均天下而已”。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初，梁启超在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中国近 ３００年的学术思潮是对
过去 ６００年的道学传统的反动，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① 许多学者在概
括 １６世纪至 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中国的学术思潮时，都称之为 “经世致用思潮”或 “明清实学思潮”。②

第二条隐线，是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对传统文化在批判中的传承。过去多数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者

都认为，这一思想运动的主线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从而造成了传统文化某种程度的断裂。其实，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形成的变革图强思想主流本身，就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熏染。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实际上是一个思想派别林立、思想潮流碰撞、思想观点交锋的时期。作为启蒙思想大家的梁启超身上就汇集

着各种复杂性，他一方面认同新文化运动，认同民主、科学、自由等来自西方的思想原则，另一方面也主张

不应盲从西方学说，并引入西方反省现代性的视角，反对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倡导重新估价和整理国故。③

有学者指出，“实际上，无论是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还是鲁迅、郭沫若、巴金，在他们慷慨激昂的言辞背

后，都隐藏着一个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真实意图”④。或者换句话说，即便是那些最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思想、

最激烈批判中国传统痼疾、最决绝与中国传统文化断裂的新思想领军人物们，融入其血脉的文化基因仍然是

源自中华传统文化的 “治国平天下”理想和信念。严复选择翻译斯宾塞的 《社会学研究》，并取名为 《群学

肄言》，显然不只是为了介绍西方学术，他多次说过，他在斯宾塞的这一著作中，发现了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

治国平天下道理 “不期而合”的思想，特别是斯宾塞关于 “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对于他这样追求变法

强国的人士来说，可谓 “正中下怀”。国外研究严复的学者甚至认为，严复的思想追求导致了他对斯宾塞的

误读，因为它从斯宾塞这位英国 １９世纪 “放任个人主义”典型代表的著作里，读出了强调国家和社会整体力

量的群体主义思想。⑤ 当然，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革故鼎新的发展中，即便是一些偏激的支流看法，虽然和者

盖寡，也不能说全无意义。比如作为激进 “全盘西化”思想代表的陈序经，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对孔祥熙复古言
论的批驳，３０年代在中西文化论战中对中国本位派的冲击，４０年代对冯友兰、贺麟等新儒家的反对以及对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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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载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上卷），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９年。
郑师渠：《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 ２期。
宋剑华：《新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承续》，《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 １１期。
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５２ ５３、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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漱溟中国文化独特论的诘难，也推动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传承的反思。① 梁启超 １８９６年在 《西学书目表》

后序中就说：“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② 这可能

代表了在那个中西思想文化大碰撞时代多数学者比较中庸的看法。

第三条隐线，是中国社会日常生活中体现的天下观、人生观、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是刻写在中国人文

化基因里、融化在中国人世代相传的血脉中，体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人际交往、日常生活习俗礼仪以及

家国体系中的。比如，近代以来，在日常生活领域，对家庭和人际关系产生极其深刻影响的，就是在西学东

渐影响下发生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天足运动”、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冲破了一切封建的传统桎梏，汇

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潮，但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社会的巨变中，中国的家庭伦理底色，依然深受中华传

统文化的熏染，我们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深切感受到中国家庭伦理传统的影响。

在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讨论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是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

下对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追问，是超越过去 “野蛮”、“蒙昧”与 “文明”对立的理论框架

的 “现代化之问”。

三、世界现代化过程中东方现代文明形成的可能性

从世界地理上看，现代化从欧洲发轫。由古希腊文化、古希伯来文化和古罗马文化演进而成的基督教文

明 （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也被统一冠以西方文明，成为现代文明的样板。与这个 “西方”相对比的

“东方”（近东、中东、远东），都被西方文明视为古老而带有神秘色彩，难于成长为现代文明。

西方对中国这个遥远东方国家的了解，大概最早是从 １６世纪末期阅读游历中国的传教士的文字记载开始，
可以追溯到 １５８４年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家信，而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 （Ｊｕａｎ Ｇｏｎｓａｌｅｓ ｄｅ Ｍｅｎｄｏｚａ）１５８５年出版的
《大中华帝国史》，成为西方世界第一部详细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开拓性巨著。③ 这些游历记载对中国文化褒贬不

一，但成为西方了解中国最初的一批文献。从 １８世纪开始，一些有影响的西方思想家根据阅读而非亲历对中国
文化和制度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很多看法也是相左的。例如著名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对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基本

上是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代表这种批评意见的重要著作是法国历史学家布朗热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Ｂｏｕｌａｎｇｅｒ）在 １７６３年出
版的 《东方专制主义起源研究》；而在赞赏中国文化的学者中，有代表性的是莱布尼茨和伏尔泰。莱布尼茨在

《易经》的六十四卦中发现了二进制的 “中国版”，试图在中国古典里找到现代科学的依据；伏尔泰则出于反宗

教专制的需要，赞扬中国的 “自然神论”，在 《风俗论》中把中国视为世界文明历史的开端。④

１９世纪以后，对西方的中国认知和东方社会研究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黑格尔在 １８２２—１８２３年 《世界史

哲学演讲录》中提出的 “中国社会停滞命题”。虽然他也曾以赞赏的眼光谈到中国的道德秩序和人性思考，

但他认为，中国永远被冻结在人类精神发展的早期阶段，“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帝国，只是自身平静地发展

着，从来没有从外部被摧毁。其古老的原则没有被任何外来的原则所取代，因此说它是没有历史的”⑤。几乎

与此同时，法国历史学家基佐在 １８２８年发表的 《欧洲文明史》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即认为在 １９世纪初
欧洲正经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之时，东方国家 （包括印度和埃及）等其他文明却缺乏活力、静止

不动，国家虽未遭到毁灭，但社会进入冬眠、没有进步。⑥

进入 ２０世纪后，相比较黑格尔的关于中国的历史哲学式理论判断，韦伯的中国文化研究在经验科学和社
会史研究领域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他利用大量的史料和已有研究文献试图证明，中国古代虽然有过富足

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也不缺乏智慧和技术，但在文化上受 “传统主义”和囿于经验的束缚，没有 “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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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２０１９年，第 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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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追求，巫术的体系化阻碍了文化上的 “除魅”和理性化发展，在欧洲经历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走上

近代理性的资本主义道路时，中国却陷入传统主义归途而逐渐走下坡路。① 当然，正如韦伯所言，他要阐述的

中心问题，是从世界文化史上来看，只有与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等在精神特质上相

异的西方新教伦理，才能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②

此后，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时提出所谓 “李约瑟之问”，即中国古代

直到 １６世纪曾经在应用技术方面做出重大贡献，与之并存的政教分离、文官选拔、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也令
人叹为观止，但 １７世纪之后的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而是在欧洲发生。③ 在 ２０世纪末，美国
社会史学家彭慕兰 （Ｋ Ｐｏｍｅｒａｎｚ）在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近代世界的经济发展》一书中又提出 “彭慕兰

之问”，他认为直到 １８世纪中叶，欧洲的中心地区 （英格兰、尼德兰）相比较东亚几个中心地区 （江南、关

东平原、印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并不具有内生优势，此后的 “大分流”和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的

出现，只是因为某种偶然的发展条件差异，特别是新世界的发现。④ 此类的研究，尽管观点、论据和判断上有

所不同，但都可以被视为韦伯中国命题研究的延伸和延续。

令人费解的是，在东方社会较早实现现代化的日本思想界，却也很少讨论与西方文明不同的东方现代文

明问题，甚至有的启蒙思想领袖把 “脱亚入欧”和 “全盘西化”作为改造日本文明要旨。早在 １９世纪 ７０年
代，被视为日本的伏尔泰并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和现代化产生重要思想影响的福泽谕吉，其 “文明史观”的核

心思想，就带有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和忧患意识，一方面强调日本要 “脱亚入欧”，与先进的西方文

明为伍，通过实现文明开化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另一方面强调日本是率先走向文明的东亚翘楚，要带

领东亚走出野蛮，对中国、朝鲜的侵略战争也只是 “文野之争”。⑤

总之，尽管有学者探索东方社会或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自身文化渊源，也有学者要翻中国儒家伦理阻

碍资本主义发展这个 “长期以来几为学术界默然遵守的铁案”，但基于现代化的东方文明或中华文明形成的

可能性，似乎始终是一个待议的问题，东方文明或中华文明也往往被作为与西方现代文明存在根本冲突或潜

在冲突的一方。⑥

四、基于现代化的中华现代文明塑造

文化和文明都具有多样性，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但并非每种文化都能形成文明。

如果说文化是涓涓细流，文明则是历史长河。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和文明有差异和不同，但没有优劣之分。

在过去的历史上，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过程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也曾披上文明征服野蛮的外

衣。所以文明的存在和发展，是需要建立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国民享有自由生活权利的基础上。

从广义的文明上看，可以分为物质的、制度的、思想观念的等不同层面。物质生活的层面是文明的最基

本的层面，没有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富足，也难以确立文明的自觉和文化的自信。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

和实现，其意义还不仅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巨变改变了世界现代化的版图和人口分布，更是

过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一个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古老的东方文明焕发新的生机并产生世界影响。建立在经济

社会现代化基础上的中华现代文明，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刻画它的深邃内涵和规定性，可能是一个用很多文

字都难以说尽的宏大题目。我们在这里选择提纲挈领的叙述方法，从文明发展普遍意义的高度，以 “传承”

“拼搏”“包容”“创新”几个关键词作为引子来分析。

文明的传承是文明延续和发展的前提。中华现代文明要清楚自身要走向哪里，也就首先要清楚自己从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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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来，了解自己走过的曲折和坎坷、艰难和险阻、成就和辉煌。数千年积累的中华文明的精粹，也是我们走

向未来的思想宝库。一个对于自身文化具有自信的民族，也是具有自身文化反思和批判能力的民族。从这个

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也构成我们文明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学者认为，文明也有某种生老病死的生命周期①，尚不论这种断言是否真实，这种分析体现的反思和批判精

神，也是文明的传承和更新所需要的，文明在发展中面对传统痼疾也要勇于革故鼎新、超越藩篱。

文明说到底并不是说出来和写出来的，是靠实干拼搏出来的。正像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

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②。中华现代文明

不可能建立在传统经济和社会的基础上，它必须有高度物质文明的支撑，这就要求进行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

不仅要实现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也要在信息化、国际化的大潮中走在前列。实现这样的目标，除了实

干拼搏，别无他途。任何领域的进步，都要靠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

开放和包容是一个古老文明得以振兴和繁荣的必要条件。中华文明在延绵数千年的历史形成过程中以海

纳百川的精神特质吸收不同文化的精粹。中华现代文明的塑造，也并不是作为西方文明的对立物。西方文明

为创造人类历史的辉煌贡献了智慧，中国也通过学习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获得了自身的发展和进步。世界上

不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无论什么文明，都不能自视为

具有替天行道或教化万民的 “天职”。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本质，不应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应是交流

互鉴、和谐共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世界上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仍可以大行其道之时，获得文明生存、

发展和振兴的权利，也首先要具有对抗强权的实力，否则一切美好的愿景，都非常脆弱。

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创新时代，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新成果井喷式涌现，驾驭新的巨变和裂变成为

考验人类智慧的关键，也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了新的契机。中华现代文明的塑造，也必须守正创新，

在传承和创新中发展，突破在技术上、制度上、观念上束缚创新的桎梏。一种文明，无论曾有过怎样的辉煌，

如果故步自封、妄自尊大、排斥异端、恃强凌弱，都终将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潮中被抛弃。

［作者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 （北京 １０２４０１）。］

文脉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探索

陈云松

　 　 进入 ２１世纪，随着新文化形式的不断涌现，全球文化权力结构和各国文化主体性意识的演化，文化社会
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愈发凸显。当前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过程，以及西方文

化理论在非西方社会的拓展检验。然而，非西方社会主体视角的缺失和历时性思维的不足，使得现有的脱胎

于西方社会学的文化理论难以对中国社会文化过程进行解读、解释和预测。特别是，中国的文化社会学亦沿

袭了西方主流文化社会学的当代聚集，对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脉络缺乏系统性关注。而问题在于，与其他

文化形态相比，中华文化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其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纵深。就此，唯有扎根中国情境，追溯

文化脉络，将 “文脉”作为中国自主的文化社会学的知识体系构建方向，方能承载文化传承与自主知识创生

的时代使命。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提出 “文脉社会学”，即一种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时空结

构、聚焦中华文化对历史和当代社会形塑的自主的文化社会学知识体系。

１３１

①

②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田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载 《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 ６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 ９２页。


